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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民政

权刚刚建立， 主要任务是巩固

政权， 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 处理罪犯尤其是战犯问题

被暂时搁置起来 。 50 年代中
期， 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基本建

立 ， 处理战犯问题被提上议

程。 党中央立足当时的国际国
内大局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

业， 酝酿、 推动并成功实施了
新中国的特赦政策。 对于特赦

释放的战犯， 不是一放了之，

而是对他们走出监狱后的生
活、 工作、 医疗等都进行了合

情合理的安排。 新中国特赦战
犯为正确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

特殊矛盾创造了成功范例， 产

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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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75年七次特赦战犯
背景及政策的出台

1956 年 4 月， 毛泽东在 《论

十大关系》 的讲话中， 曾明确指

出： 我们党的政策， 总的精神是化

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对国内战犯

一个不杀， 连宣统皇帝、 康泽这样

的人也不杀。 不杀他们， 不是没有

可杀之罪， 而是杀了不利， 一不能

增加生产， 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

三不能帮助除四害， 四不能强大国

防， 五不能收复台湾。

为慎重处理释放战犯的问题，

1956 年春， 中共中央在向我党政

军群等系统征求意见的同时， 也向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

见， 进行政治协商。 3 月 14 日，

在全国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

议上， 与会人员着重讨论了周恩来

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 随后， 时任

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分别作了关于

战犯问题的专门报告。

1959 年 9 月 8 日， 刘少奇主

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并通

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

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反革命

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 9 月

14 日， 毛泽东代表中央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考虑该建议。 9 月 15

日， 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 人民

团体、 文化教育界和无党派人士举

行座谈会， 通报并征求对特赦问题

的意见。 关于特赦条件， 毛泽东

说： “凡是改好了的， 我们赦免。

按照宪法， 叫特赦， 不是大赦。”

关于为什么要实施特赦政策， 毛泽

东说， 主要是又经过几年的发展，

“人民自己站起来了， 人民有神气

了， 问题是个人民问题”。

9 月 17 日， 第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主

席的建议， 通过了 《关于特赦确实

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同日，

刘少奇签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特赦令》。

从这次至 1975 年， 中国政府

先后分七批次特赦释放在押的国民

党及伪满洲国、 伪蒙疆政府的战

犯， 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积极影

响。 舆论普遍认为： 中国政府改造

战犯的胜利实属“旷世奇事， 人间

奇迹！” 关押在功德林的战犯得知

将被分批特赦释放的消息后， 万分

激动， 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

信， 表达他们对党、 对毛主席和人

民政府让他们重获新生的感激之

情。

特赦释放战犯

1959 年 12 月 4 日， 最高人民

法院分别在各?的战犯管理所召开

了特赦释放大会， 宣布这次特赦释

放的战犯名单， 发放了特赦通知

书。 一些战犯接过特赦通知书时，

喜极而泣， 高呼“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此次共特赦的战犯

33 名： 属国民党系统的 30 名， 包

括徐州“剿总” 中将副总司令杜聿

明、 第二“绥靖” 区中将司令兼山

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 第四十九军

中将军长郑庭笈、 川湘鄂边区“绥

靖” 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 天津警

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 东北

“剿总” 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卢浚泉、

第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等； 属伪

满洲国的 3人， 包括伪满洲国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等。

1960 年 11 月 28 日， 特赦释

放第二批战犯 50 名： 其中属国民

党系统的 45名， 包括东北“剿总”

副司令范汉杰、 第二“绥靖” 区中

将副司令李仙洲、 第三军中将军长

罗历戎、 第四十一军中将军长胡临

骢、 第六十六军中将军长宋瑞珂、

第九十六军中将军长陈金城、 “国

防部” 保密局云南少将站长沈醉

等； 属伪满、 伪蒙系统的 5人。

1961 年 12 月 25 日， 特赦释

放第三批战犯 68 名： 属国民党系

统的 61 名， 包括第九兵团中将司

令廖耀湘、 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兼

天津防务区副司令林伟俦、 第四十

八军中将军长张鸿文、 第七兵团中

将副司令何文鼎、 第十三兵团第九

军中将军长黄淑、 第七十三军中将

军长韩浚等； 属伪满系统的 7 人，

包括伪满洲国外交部大臣阮振铎

等。

1963 年 4 月 9 日， 特赦释放

第四批战犯 35 名： 属国民党系统

的 30名， 其中包括第十五“绥靖”

区中将司令康泽、 第四十七军中将

军长严翊、 第五十五军第七十四师

中将师长李益智、 第二十四军军官

总队中将总队长高建白、 西南军政

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孙渡、 第七十

军少将代军长邓军林等； 属伪满、

伪蒙系统的 5人， 包括伪蒙疆政府

主席、 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穆楚克栋

鲁普等。

1964 年 12 月 28 日， 特赦释

放第五批战犯 53 名： 属国民党系

统的 45 名， 包括第七“绥靖” 区

上将司令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

基、 西康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

王靖宇、 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

梁培璜、 第八兵团中将副司令曹天

戈、 第一二五军第一八三师少将师

长王光伦； 第一○工军第二六一师

长将师长孙玉田等； 属伪满、 伪蒙

系统的 8名， 包括伪蒙疆自治政府

副主席、 伪蒙西军上将副总司令兼

第一军军长李守信等。

1966 年 4 月 16 日， 特赦释放

了第六批战犯 57 名： 属国民党系

统的 52 名， 包括第七十九军中将

军长方靖、 江阴要塞中将司令孔庆

桂、 第三军中将副军长杨光钰、

“国防部” 中将部员杨安铭、 第一

二四军少将副军长伍重岩、 第一二

七军少将副军长李德生等； 属于伪

满、 伪蒙系统的 5名， 包括伪满洲

国经济部大臣于静远等。

1975 年 3 月 19 日， 特赦释放

第七批战犯。 这次特赦距离第六次

特赦有九年之久。 这是因为第六批

战犯被特赦释放后， “文革” 开始

了。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

续。” 因而停止了特赦国民党战犯。

直到 1974年 12 月， 毛泽东才又指

示特赦释放第七批战犯。

1975 年 1 月中旬， 四届人大

召开。 2 月 25 日， 公安部向中央

提交了 《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

告》， 将 293 名战犯列入名单， 其

中 13名罪行严重的不能被特赦。 2

月 27 日， 毛泽东作了批示， “一

个不杀”， “都放了算了， 强迫人

家改造也不好”。 在具体政策和待

遇方面特别交待， “放战犯的时候

要开欢送会， 请他们吃顿饭， 多吃

点鱼、 肉， 每人发 100 元零用钱，

每人都有公民权”。 1975 年 3 月 19

日， 第七批共 293名战犯获得了特

赦： 属国民党系统的 290 名， 包括

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 第十三

兵团中将副司令李九思、 豫鄂皖边

区“绥靖” 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庄

村夫、 徐州“剿总” 前进指挥部中

将副参谋长文强、 晋陕边区挺进纵

队中将司令宋清轩、 第五十一军中

将军长王律钺等； 属伪满、 伪蒙系

统的 3名。 至此， 关押在各?的国

内战犯全部获得特赦释放。

特赦释放在押的全部国内战犯

后， 各方反映良好， 在国内外引起

了强烈的反响。 同年 9 月 9 日， 根

据毛泽东“建议一律释放” 的批

示， 对当时全国关押的 1.4 万多名

以历史罪判刑改造和刑满留场劳动

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

军特人员， 很快全部予以特赦释

放。

因人而异 妥善安置

为使被特赦释放的战犯尽快适

应新生活， 融入社会， 党和政府对

他们多关怀、 多鼓励、 多照顾， 尽

量解决其实际问题。 1959 年 12 月

14 日， 时任国务院总理、 全国政

协主席的周恩来以黄埔军校老师的

身份， 亲切会见了首批特赦的杜聿

明、 王耀武、 曾扩情、 宋希濂、 陈

长捷、 杨伯涛、 郑庭笈、 邱行湘、

周振强、 卢浚泉和爱新觉罗·溥仪

11 人， 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当年黄

埔军校的学生。 参加会见的还有副

总理陈毅、 副总理习仲勋， 以及张

治中、 邵力子、 傅作义和中央统战

部、 全国政协有关负责人。 周总理

同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客人一一握

手后， 示意大家坐下， 与他们亲切

交谈。 杜聿明检讨说： “学生对不

起老师， 没有听老师的话， 走错了

路。” 周总理回答说： “这不怪你

们， 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周总理还关切?询问了他们的身体

及家庭情况。 见坐在一旁的末代皇

帝溥仪一直沉默不语， 周总理便同

他谈起了满族的风俗礼节， 这样话

就多起来了。 陈毅副总理风趣?

说： “当年在北平读书时， 总想见

见皇帝啥样子， 今天终于近距离见

到了。” 众人听后都笑了。

根据党中央的统一安排， 分期

分批特赦释放的战犯一律由各级

党的统战部门负责管理。 根据其

个人所长及意愿， 多数人被安排

从事文史资料工作， 担任全国政

协和各省市政协的文史专员、 秘书

专员和参事等职务； 其中有些人还

担任了重要职务， 如杜聿明、 宋希

濂、 范汉杰等， 曾被选为全国政协

常委； 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方政

协委员、 常委。 他们积极参政议

政， 努力报效国家。 不少人以十分严

肃的态度积极撰写回忆录及重大事件

亲历记等文章和专著， 解开了不少历

史谜团， 较好?发挥了“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的作用， 留下了一笔笔十

分珍贵的历史财富。 另外还有不少人

参与了对外交往活动， 参与接见外

宾， 同台湾亲朋故旧书信交往， 为社

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积极贡献

力量。

为使特赦释放人员全身心投入到

新工作中， 免除其后顾之忧， 全国政

协和统战部门领导还十分关心他们的

家庭生活和婚姻状况： 全家人是否团

聚了？ 在外?的妻子儿女是否来北京

了？ 有的人妻子已亡故或已离婚， 是

否有重组家庭的愿望？ 当得知郑庭笈

的妻子冯莉娟因顶不住思想压力， 与

郑办理了离婚手续， 但并未再婚后，

有关领导便将她调到郑庭笈工作单位

的打字室工作， 方便二人联络感情，

很快他俩便复婚了。 经有关部门深入

细致?做工作和杜聿明本人的努力，

他的妻子曹秀清从美国回到大陆定

居， 夫妻久别重逢， 开始了全新的生

活。 为使杨伯涛夫妻早日和子女团

聚， 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多次协调有关

部门， 为其一家五口办妥了落户北京

的手续。 另外， 溥仪及王耀武、 宋希

濂、 沈醉等， 在政协和统战部领导及

热心人的关怀、 帮助下， 均先后再

婚， 重组了新家。

不过也有少数特赦释放人员的命

运一波三折， 结局令人感慨。 1975

年最后一批特赦释放人员中的王秉

钺、 陈士章、 蔡省三、 周养浩、 王云

沛、 段克文、 杨南邨、 赵一雪、 张铁

石、 张海商十人， 申请去台湾与家人

团聚。 他们的申请很快得到了大陆方

面的批准， 并顺利办妥了赴香港中转

的手续。 启程前我方还向他们重申了

有关政策： 以后打电话、 发电报、 会

亲友、 见记者、 发表谈话等， 一律顺

其自便； 同时还为他们定制了新衣，

发给了足够的路费， 并指定香港中国

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在香港的生活起

居。 但台湾当局却认为这是中共的

“统战阴谋”， 认为这些人是“共谍”

“统战分子”， 拒不接纳他们回台湾。

由于台湾当局的百般阻挠， 这十人终

究没有实现回台湾与亲人团聚的愿

望， 只好另找出路： 其中四人去了美

国， 两人留香港， 三人重返大陆， 一

人在香港自杀身亡。


